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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分配公平性：心理理论的作用* 

陈  童   伍  珍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 北京 100084) 

摘  要  心理理论是影响儿童分配公平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多重动机”的理论假设认为心理理论能够帮助儿

童在不同的动机中权衡利弊, 找到满足自我利益和他人需求之间的平衡; 其中, 感知需求、推断意图、理解情

绪是影响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第三方惩罚中分配公平性的主要成分。未来研究需为此提供更多实证

依据, 探讨不同类型的公平分配与心理理论各组成成分的关系, 以及可否通过训练心理理论能力促进儿童公

平概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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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平”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概念, 人们的诸多

经济决策都受到公平观念的影响 (Falk, Fehr, & 

Fischbacher, 2003)。对于儿童来说, 日常生活中与

公平有关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资源分配。分配公平

性(distributive justice)是指“个人和社会如何以公

平的方式对资源进行分配” (Hsu, Anen, & Quartz, 

2008)。近年来, 有关儿童分配公平性的研究主要

从绝对平等的原则(每个人得到的资源数量完全

相等)出发, 探讨儿童的公平观念与行为, 因此本

文提到的公平观念或行为主要针对这一原则。已

有研究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加, 儿童会逐渐选择

平等分配(Blake & McAuliffe, 2011; Fehr, Bernhard, 

& Rockenbach, 2008), 甚至会拒绝对自己有利的

不平等分配方案(Blake & McAuliffe, 2011)。那么, 

在发展的过程中, 哪些因素影响了儿童的分配公

平性呢？ 

这些影响因素可能有很多, 本文试图从社会

认知技能的角度探讨分配公平性的发展。已有研

究者指出“心理理论” (Theory of Mind, ToM)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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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理解他人和自己心理状态的认知能力, 可能

在儿童发展出公平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于静, 朱莉琪, 2010)。心理理论通常包括对情绪、

意图以及与现实相悖的想法等心理状态的理解

(Slaughter, Peterson, & Mackintosh, 2007)。参考

Imuta, Henry, Slaughter, Selcuk 和 Ruffman (2016)

的元分析研究, 可以将现有的儿童心理理论能力

分为三大类：理解他人能看到什么(visual perspective 

taking, VPT), 理解他人的情绪(affective perspective 

taking, APT), 以及理解他人的认知内容(如愿望、

意图、知识等等 ) (cognitive perspective taking, 

CPT)。其中, 属于 CPT 测试的错误信念任务(false 

belief, FB)是衡量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发展的关键

指标。错误信念任务又可进一步分为一级和二级, 

二级错误信念的难度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 心理理论能力在学前期得到

显著发展(Wellman, Cross, & Watson, 2001; Wellman, 

Fang, Liu, Zhu, & Liu, 2006), 而学前期之后(7、8

岁)则是儿童公平分配行为的重要转折期。两者发

展轨迹的先后关系似乎也暗示着心理理论能力

在促进儿童公平分配行为发展之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 儿童心理理论和公平分配行为之间的关系

目前仍然不甚明晰。因此, 本文归纳梳理了心理

理论能力与分配公平性相关的研究, 并进一步分

析总结了心理理论中可能影响分配公平性的主

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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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理理论与儿童的分配公平性   

已有的经济人模型认为, 自我利益最大化是

驱动儿 童资 源分配 决策 的主要 动机 (Fehr & 

Fischbacher, 2004); 然而, 也有研究证据表明, 公

平规范(fairness norm), 对公平的偏爱和对不公平

的厌恶 (inequality aversion), 对他人利益的关注

(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 以及对分享对象的

偏爱等等也是影响儿童资源分配决策的内在动机

(Almås, Cappelen, Sørensen, & Tungodden, 2010; 

Artinger, Exadaktylos, Koppel, & Sääksvuori, 2014; 

Dawes, Fowler, Johnson, McElreath, & Smirnov, 

2007; Fehr et al., 2008; Yu, Zhu, & Leslie, 2016)。

Yu 等人(2016)的研究初步讨论了自我利益、公平

规范、内群偏好这三重动机对儿童分配行为的影

响, 认为这些动机之间彼此抑制或促进, 共同影

响着儿童分配资源时的最终决策。他们进一步讨

论了心理理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提出心理理论

可能帮助儿童克服不利于公平分配的动机, 例如

自我利益最大化、面对外群成员时的群体偏差。

这种解释将心理理论视为调节不同动机的能力 , 

这不仅为许多研究结果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也有

助于我们对心理理论影响分配公平性的内在机制

进行深入分析。 

基于 Yu 等人(2016)的观点, 本文提出“多重

动机”假设, 对已有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分析：将

儿童在分配游戏中的表现视为不同动机竞争与平

衡的结果, 通过分析不同游戏范式下存在的各种

内在动机对结果进行解释, 并进一步认为心理理

论不仅能帮助儿童克服不利于公平分配的动机 , 

而且能根据情境的不同, 在不同的动机中权衡利

弊, 找到满足自我利益和他人需求之间的平衡。

“多重动机”假设较好地解释了不同情境下心理理

论与分配公平性的不同关系：如果儿童在做决策

时并不存在多重动机之间的激烈竞争, 也即他们

存在一个占主导性的动机去做某个决策, 例如使

自我利益最大化或者遵循公平分配的社会规范 , 

那么心理理论能力可能就不会对儿童的最后决策

起到显著的影响; 但如果在分配情境中存在多种

不同动机的相互竞争, 心理理论的作用就会凸显

出来。 

已有研究采取了多种范式探讨儿童的分配公

平性。在不同的资源分配范式中, 儿童面临的情

境和扮演的角色有许多微妙的差别, 不同的动机

可能存在不同的强度, 这也导致了心理理论在不

同研究范式中所起的作用可能不尽相同。本文从

当前常用于测试儿童分配公平性的三种范式——独

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第三方惩罚(Third-Party Punishment Game)

来分别探讨心理理论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其中 , 

独裁者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分配过程有参与

者利益的直接卷入, 而第三方惩罚范式中参与者

是作为旁观者, 所观察到的分配行为不直接涉及

自身的利益, 但在实施第三方惩罚的过程中自己

也有可能付出代价。 

2.1  独裁者博弈 

在独裁者博弈中 , 游戏双方被分为独裁者

(dictator)和接受者(responder)。由独裁者决定如何

在双方之间进行资源分配, 接受者无权拒绝。游

戏只进行一次, 所以接受者无法在后续的互动中

进行回报或惩罚(Gummerum, Keller, Takezawa, & 

Mata, 2008)。儿童在独裁者博弈中自主决定如何

在自己和对方之间分配资源, 因此很多研究者用

这个范式来测量儿童的分享行为(sharing behavior)。 

已有的关于心理理论与独裁者博弈中的分享

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尚不一致。直接检验心

理理论能力(大多使用错误信念任务)与分享行为

的研究大多发现以错误信念为代表的心理理论能

力与分享没有显著相关。例如, Liu 等人(2016)发

现儿童的一级错误信念水平与独裁者博弈中的分

配行为无显著相关。Sally 和 Hill (2006)比较了孤

独症儿童(6~15 岁)和正常儿童(6~10 岁)的独裁者

博弈行为, 也没有发现其独裁者博弈行为存在显

著差异, 尽管孤独症儿童在心理理论方面存在一

定缺失。Rochat 等人(2009)比较了 7 个不同社会

文化下 3~5 岁儿童的分享, 发现尽管没有通过一

级错误信念的 3 岁儿童在分享时倾向于更为自私

(边缘显著), 但整体而言 , 在控制了年龄的影响

之后错误信念得分与分享数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显

著。此外, 尽管 Yagmurlu (2014)发现男孩的一级

错误信念能力可以显著预测其亲社会行为(其中

包括分享行为), 但 Imuta 等人(2016)做了 76 个已

有研究的元分析, 结果显示心理理论能力虽然与

整体的亲社会行为(例如安慰 , 帮助 , 合作等)相

关, 但惟独与分享行为没有显著相关。Imuta 等人

(2016)认为 , 心理理论对儿童的分享行为没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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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影响是因为和他人分享是一项社会习俗, 是儿

童经常被教导去做的事情; 并且分享行为显而易

见——资源是可见的, 个体只需要遵循平等分配

的社会规范去做即可。正是由于分享行为浅显易

操作, 故而不需要心理理论的卷入即可实施。与

此相反, 心理理论与亲社会行为中的合作行为之

间相关最显著, 因为要顺利推动合作进行, 需要

个体持续不断地揣测和解释对方的心理状态。这

些研究结果和“多重动机”的观点一致：当儿童有

一个较为清晰的社会规范可循时, 驱动儿童分享

的其他内在动机可能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心理理

论和分享行为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显著。 

以上的研究是笼统地讨论心理理论和分享行

为的关系。然而, 当研究者们对儿童分享行为进

行更细致地分析时 , 发现在引入其他因素之后 , 

在更加具体的层面上, 心理理论越好的儿童能越

多地分享。例如, 分享对象的身份会调节心理理

论和分享行为之间的关系。Kogut, Slovic 和 Västfjäll 

(2016)发现当分享对象身份明确且确实需要此资

源时, 分享者的心理理论水平能显著预测分享行

为; 但当分享对象身份不明确时, 心理理论的作

用并不明显。王斯和苏彦捷(2011)发现在明确了被

试对分享对象的预期之后(在研究中为分享对象

和被试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互惠关系), 通过了

错误信念的儿童比未通过组做出了更多的公平分

配。然而, 在没有明确被试对分享对象后续互动

的预期时, 儿童的心理理论成绩则不影响其分享

行为。这两项研究表明, 当分享者身份明确时, 儿

童能够明确地知道该从谁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此

时心理理论的作用就得以显现。心理理论能力好

的儿童更容易理解对方的需求, 也更能预期对方

可能给自己的后续回报, 因而会表现出更多的分

享行为。在其他相关研究中也发现了心理理论能

力好的儿童能更及时地感知别人的需求, 从而更

多地分享。Wu 和 Su (2014)发现能够理解他人信

念和知识状态的 2~4 岁儿童在分享时需要更少的

社会线索(例如对方看着自己, 表达对资源的喜爱

和想要得到此资源的愿望等), 且分享给他人的资

源比例也更高。Kogut 等人(2016)也发现了类似的

结果：当儿童被告知孩子 A 的父母没有钱给他买

玩具, 孩子 B 则没有提供相关信息时, 心理理论

好的儿童更能够理解孩子 A 需要该玩具, 从而分

享给孩子 A 比 B 更多; 而心理理论不好的儿童整

体分享更少, 并且分享给 A 和 B 的差异也更少。

总结以上研究可以发现, 心理理论能力可以帮助

儿童更准确地、更迅速地理解对方的需求, 从而

促进分享行为。结合“多重动机”的观点, 以上分享

任务中需要儿童关注特定对象的利益, 在这种情

况下分享行为就不再仅仅受社会规范的影响, 对

他人需求的理解是一个新的分享动机。 

除此之外, 分享对象与分享者之间的关系也

会调节心理理论和分享行为之间的关系。Yu 等人

(2016)发现 , 通过了二级错误信念的儿童比没有

通过的儿童更多地同陌生人分享, 然而二级错误

信念却不影响儿童同好朋友分享的数量 ; Lu 和

Chang (2016)也发现错误信念任务的得分并不影

响对亲属的分享行为。与“多重动机”的观点一致, 

研究者作出的解释是：当分享行为可以很好地遵

循社会规范和内群偏好时(如分给好朋友), 可能

并不需要好的心理理论能力就能完成; 然而当社

会规范和内群偏好发生冲突的时候(如分给陌生

人), 好的心理理论能力能够更好地帮助儿童理解

陌生人的心理状态, 从而克服内群偏好和自我利

益最大化, 做出更公平的分享(Yu et al., 2016)。事

实上, 已有的研究证据确实发现, 没有通过错误

信念任务的儿童体现出更强的内群偏好, 而通过

错误信念任务的儿童则会认为分配给外群成员更

少的资源是不对的(Mulvey, Buchheister, & McGrath, 

2016)。  

与“多重动机”有关的其他研究证据还有：

Moore, Barresi 和 Thompson (1998)采用延迟满足

的范式, 发现通过了错误信念的儿童更愿意通过

延迟满足自己的利益以分享给别人更多的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 , 分享并不需要损失自己的利益 , 

这使得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不再占据最主导的

地位, 那么心理理论越好的儿童越能够平衡自我

利益和他人收益之间的关系, 通过延迟满足自己

的利益需求而使他人获利, 从而做出更亲社会的

行为。Cowell, Samek, List 和 Decety (2015)研究发

现, 当儿童的分享结果不会对接受者造成实质性

影响时, 通过了错误信念的儿童分享数量反而更

少。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多重动机”的存在, 当

分享对象不会得到实际利益时, “关注他人利益”

这一动机下降, 进而削弱分享行为。这也暗示, 在

分享过程中心理理论并不总是促进分享行为, 而

是帮助儿童对多种动机进行分析, 最终在自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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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和他人利益中取得平衡。 

此外, 心理理论与利他分享的关系出现不一

致的研究结果还可能是因为受到年龄和心理理论

任务的影响。随着儿童年龄的不同, 研究中适合

采用的心理理论任务也不同。例如 , Wu 和 Su 

(2014)的研究针对的是 2~4 岁的儿童, Sally 和 Hill 

(2006)的研究对象为 6~15 岁的儿童。因而 Wu 和

Su (2014)采用的是不同信念和知识通达任务 , 

Sally 和 Hill (2006)采用的是一级错误信念任务, 

而 Yu 等人(2016)采用的是二级错误信念, 针对的

年龄也更广泛(3~10 岁)。随着儿童年龄的发展, 儿

童对公平规范的理解和遵守也都在发展之中, 该

动机的强度可能发生变化; 另外, 适合年龄发展

的心理理论任务的不同, 任务难易程度差异很大, 

涉及的心理理论成分也不尽相同, 也可能会导致

研究结果产生差异。 

综上所述, 心理理论能力和分享行为之间的

关系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中 , 

儿童分享行为背后的动机强度不尽相同, 各个动

机之间存在复杂多变的关系, 心理理论的作用可

能是帮助儿童更好地平衡这些动机, 从而影响到

其分享行为。 

2.2  最后通牒博弈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 游戏双方被分为分配者

(proposer)和接受者(responder)。由分配者提出资

源分配方案, 接受者选择是否接受该方案。如果

接受 , 则按此方案在两名游戏者之间分配资源 ; 

如果不接受, 则双方都得不到任何资源(Gummerum, 

Hanoch, & Keller, 2008)。因此, 和独裁者博弈相

比 , 最后通牒博弈不再是单纯的利他分享行为 , 

而更多地涉及到策略性的分享——分配者提出的

分配方案可能会遭到接受者的否决, 因此分配者

需要有策略地提出分配方案, 以获得双方都较为

满意的结果。由于最后通牒博弈中两个角色能够

实施的决策并不完全相同, 本文分别从分配者和

接受者的角度探讨儿童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分配

公平性与心理理论的关系。 

2.2.1  分配者的行为与心理理论 

整体而言, 已有研究都支持心理理论能力好

的儿童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会作出更公平的分配。

例如, Takagishi 等人(Takagishi, Kameshima, Schug, 

Koizumi, & Yamagishi, 2010; Takagishi et al., 2014)

发现通过了一级错误信念的儿童在最后通牒博弈

中会提供更公平的分配方案。在成人的相关研究

中也发现心理理论对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分配行为

起着重要作用(Artinger et al., 2014; Hoffman, McCabe, 

& Smith, 2000)。另外, 也有一些研究通过比较孤

独症儿童(心理理论能力上存在缺失)和典型发展

儿童在分配行为上的差异, 间接支持了心理理论

的作用。研究发现,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 孤独症儿

童大约有一半做出了完全自私的分配(给对方 0

个), 而典型发展儿童则大多数做出了公平分配。

无论对于孤独症儿童还是典型发展儿童, 通过了

二级错误信念的儿童都会提供更公平的分配方案

(Sally & Hill, 2006)。 

对以上结果的可能解释是, 心理理论能力好

的儿童预期到很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会被拒绝, 因

此避免提出这样的分配方案(Sally & Hill, 2006; 

Takagishi et al., 2010, 2014)。也就是说, 如果分配

者希望自己的方案被接受, 就需要预测另一方是

否认为这个方案公平(Frith & Singer, 2008), 而心

理理论能力会帮助儿童完成这种预测。这可以被

认为是一种策略性公平行为：尽管分配者表现出

公平行为, 但这种公平行为既不是出于对公平原

则的遵守, 也不是出于利他的考虑, 而是分配者

基于分配情境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妥

协。儿童和青少年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比在独裁者

博弈中提供更公平的分配方案(e.g., Güroğlu, van 

den Bos, & Crone, 2009)进一步支持了最后通牒博

弈中的策略性公平行为这一假设。事实上, 儿童

的策略性行为在研究中已经被广泛发现。例如 , 

Barragan 和 Dweck (2014)的研究表明互惠关系(如

双方一起玩耍 )引发了儿童的利他行为 ; Xiong, 

Shi, Wu 和 Zhang (2016)发现 5 岁的儿童在对方可

能提供的回馈更大时分享得更多; Sher, Koenig 和

Rustichini (2014)发现随着儿童的发展, 对策略性

心理理论(strategic theory of mind)的运用越来越

熟练。 

心理理论与策略性行为的关系也得到了神经

科学研究的支持, 与心理理论有关的脑区在博弈

游戏中的激活已经在成人中被广泛观察到。成人

的脑成像研究表明 , 心理理论与旁侧前扣带回

(anterior paracingulate cortex)、颞上沟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双侧颞极(temporal poles bilaterally)

的活动显著相关(Gallagher & Frith, 2003)。Rilling, 

Sanfey, Aronson, Nystrom 和 Cohen (2004)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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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最后通牒博弈中, 旁侧前扣带回和颞上沟

都被激活了, 而且博弈对象是人的时候比对象是

计算机的时候激活更明显。Weiland, Hewig, Hech, 

Mussel 和 Miltner (2012)发现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公

平行为会激活与心理理论有关的脑区, 独裁者博

弈中的公平行为则会激活其他脑区, 这进一步从

神经活动的角度发现了策略性公平与利他型公平

的分离。 

综上所述, 相对于独裁者博弈而言, 最后通

牒博弈使得自我利益不仅受到自身决策的影响 , 

也会受到对方心理状态的影响, 这使得自我和他

人收益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彼此之间的矛盾也

更为尖锐。心理理论好的儿童能够更好地平衡两

者的关系, 做出更能为双方所接受的策略性公平

分配。因此, 虽然同样是分配行为, 最后通牒博弈

与心理理论的关系比独裁者博弈更为紧密。 

2.2.2  接受者的行为与心理理论 

与分配者行为和心理理论的关系相比, 儿童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作为接受者的表现与心理理论

的关系存在不一致的研究结果, 这些不一致的结

果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研究对象。针对孤独症儿童的研究大多肯

定了心理理论的重要性, 但在典型发展儿童中则

未必如此。研究表明, 孤独症儿童在最后通牒博

弈中更多地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 但是一级错

误信念任务上得分越高的孤独症儿童拒绝不公平

分配的比例越高(Sally & Hill, 2006; 苏彦捷, 马天

舒, 2014)。然而, 对典型发展儿童的一些研究则发

现一级错误信念不影响儿童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

拒绝行为(Schug, Takagishi, Benech, & Okada, 2016; 

Takagishi et al., 2010)。这可能是因为典型发展儿

童有较多的社会互动经验, 对不公平分配的厌恶

(inequity aversion)在社会互动中逐渐被强化 , 这

本身就能导致较高水平的拒绝行为, 因此心理理

论的促进作用可能不够明显。但孤独症儿童缺乏

社交经验, 因而更需要通过心理理论能力来理解

不公平分配所包含的自私意图, 从而拒绝不公平

分配。从“多重动机”的观点出发, 对典型发展儿童

而言, 对不公平分配的厌恶是影响拒绝行为的主

要动机 , 因此心理理论能力没有很明显的作用 ; 

但对孤独症儿童而言, 由于社交经验的缺乏, 其

不公平厌恶的动机不够强烈, 因此需要心理理论

来帮助他们推断分配者的心理状态。 

(2)分配者的意图。在分配游戏中, 根据分配

者意图的不同, 即使是相同的分配结果也可视为

不同的分配情境, 因此意图因素的引入也会对研

究结果产生影响。有研究发现, 孤独症儿童在最

后通牒博弈中对不公平分配的拒绝次数不会随分

配者意图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也就是说, 当分配

者是不得已而选择了不公平分配时(如被迫在 8:2

和 10:0 的自私分配中进行选择), 孤独症儿童的拒

绝次数并不会比分配者有意选择不公平分配时少

(Pelligra, Isoni, Fadda, & Doneddu, 2015)。但典型

发展儿童的拒绝次数却会随着任务情境发生变

化。当分配者作出 9:1 的自私分配时, 通过了一级

错误信念的儿童比没有通过的儿童拒绝次数更多; 

而当分配者作出 7:3 的自私分配时, 通过了一级

错误信念的儿童比没有通过的儿童拒绝次数反而

更少(Castelli, Massaro, Sanfey, & Marchetti, 2010)。

9:1 和 7:3 两种分配虽然都是自私的, 但分配者的

自私程度并不相同 , 分配给接受者的比例也不

同。因此虽然同样是不公平分配, 分配者的意图

却并不完全一致, 在 7 : 3 的分配中相对而言更加

友好。这说明在最后通牒博弈中, 通过了心理理

论的儿童在作出决策时会考虑分配背后不同的意

图(Castelli et al., 2010), 而孤独症儿童则由于心

理理论缺失, 无法对不公平分配结果背后不同的

意图进行更细致的推断和区分 (Pelligra et al., 

2015)。此外, Schug 等人(2016)将最后通牒博弈和

独裁者博弈结合起来探究了学前儿童的分配公平

性。实验中儿童被两两配对, 依次完成最后通牒

博弈和独裁者博弈。结果发现, 如果同伴在最后

通牒博弈中提出了公平的分配方案, 则通过了一

级错误信念的儿童更有可能在随后的独裁者博弈

中作出慷慨的分配。儿童在独裁者博弈中的表现

说明, 通过了一级错误信念的儿童更能够根据分

配者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提供的方案判断对方是否

是一个遵守公平的人, 也就是说能更好地理解分

配方案背后包含的意图。这三个研究都直接或间

接地说明了心理理论能力能帮助儿童在最后通牒

博弈中对分配者的意图进行细致地推断, 而不仅

仅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分配结果进行考虑, 心理

理论能力好的儿童在做决策时会更多地考虑各种

动机之间的平衡, 这其中也包括对他人动机的推

断和理解。 

(3)分配者和接受者的关系。Takagishi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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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的研究中分配者和接受者彼此并不认识 , 

其结果认为接受者在一级错误信念任务中的表现

与 其 做 出 的 决 策 无 关 ; 然 而 新 的 研 究 发 现

(Takagishi et al., 2014), 两名互相熟知的儿童在完

成最后通牒博弈任务时, 通过一级错误信念的接

受者会更少地选择拒绝不公平分配方案。作者对

此的解释是由于两名儿童来自同一班级, 拥有较

好心理理论的儿童更不愿意因为拒绝分配方案而

影响彼此的关系, 所以更少拒绝。因此, 心理理论

能力好的儿童在作为接受者时会更多地考虑分配

者与自己的关系, 这再次说明了心理理论能帮助

儿童在不同动机之间进行平衡。 

综上, 心理理论能力与最后通牒博弈中接受

者行为的关系较为复杂, 可能受到研究对象、分

配者意图以及分配者和接受者之间关系等多重因

素的影响, 在不同的分配情境下不同的动机强度

不同, 心理理论可以帮助儿童更好地考虑自己和

他人的利益平衡, 影响这些动机的强弱对比关系, 

从而影响儿童的拒绝次数。 

2.3  第三方惩罚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 接受者的拒绝行为也可

以看作是一种第二方惩罚：接受者为了维护自身

利益, 拒绝了分配者提出的不公平分配以惩罚自

私行为。除了第二方惩罚之外, 人类社会也存在

着另外一种重要的惩罚类型 ——第三方惩罚

(Riedl, Jensen, Call, & Tomasello, 2012), 它是指

人们作为旁观者却不惜代价地对不合作行为实施

惩罚(McAuliffe, Jordan, & Warneken, 2015)。已有

研究表明, 儿童从 3 岁起就能表现出第三方惩罚

的意愿, 5 岁时就能对吝啬分配的玩偶实施有代价

的第三方惩罚(Robbins & Rochat, 2011), 4 岁和 5

岁的儿童相信违反社会规则的行为需要受到惩罚

(Kenward & Östh, 2012, 2015)。第三方惩罚的产生

和发展让我们进一步理解儿童作为旁观者时对公

平原则的理解与维护。 

目前心理理论与第三方惩罚的研究主要来自

神经科学领域。研究发现与心理理论有关的脑区

在进行第三方惩罚时被激活(Baumgartner, Nash, 

Hill, & Knoch, 2015; Buckholtz et al., 2008; Glass, 

Moody, Grafman, & Krueger, 2016), 这为心理理

论与第三方惩罚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且直观的

证据。在儿童研究中, Mulvey 等人(2016)发现通过

了一级错误信念任务的儿童会对不公平的分配方

案作出更严苛的道德判断, 即使儿童是作为第三

方参与分配游戏。这说明心理理论能力好的儿童

对他人遭受的不公平分配有更低的容忍度, 由此

可以预期这将导致更高的惩罚实施率。 

参考已有研究, 我们认为心理理论能力好的

儿童更可能推断出不公平分配背后的自私意图 , 

惩罚自私行为的动机和遵循公平分配的社会规范

一起作用 , 导致更多的第三方惩罚。Krasnow, 

Delton, Cosmides 和 Tooby (2016)从进化的观点提

出了第三方惩罚的  “威慑假说 (the deterrence 

hypothesis)”。他们认为人们实施第三方惩罚是由

于推测背叛别人的人也可能背叛自己。另有研究

指出, 人们在实施惩罚时会更多地考虑分配者的

意图是否基于公平, 而非结果的绝对公平(Nelson 

Jr, 2002; de Quervain et al., 2004)。因此, 对于他人

意图和行为的推断在第三方惩罚中起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 这从侧面揭示了心理理论能力对第三方

惩罚可能产生的影响。 

进一步而言 , 从“多重动机”的观点出发 , 可

以预测心理理论能力好的儿童在实施第三方惩罚

行为时依然会受到分配者及接受者的利益、自身

利益、与分配者／接受者的关系、社会规范等等

因素的影响, 而心理理论能力不好的儿童可能只

是专注于自身利益或者简单地遵循社会规范, 而

较少地考虑多方利益的均衡。但对这些动机的检

验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此外, 目前在研究中

使用的第三方惩罚大多不会影响到受害者的利益, 

儿童拒绝自私的分配方案不会使受害者遭受损失

(e.g., McAuliffe et al., 2015; Robbins & Rochat, 

2011)。但在实际生活中, 实施第三方惩罚也可能

同时使受害者蒙受损失(例如在 4:1 的分配方案下, 

拒绝该分配会导致受害者也失去一个代币)。在这

种情况下, 除了对不公平分配的厌恶之外, 对接

受者利益的考虑也成为了一个强烈的动机, 那么

心理理论能力究竟是帮助儿童更好地遵循公平原

则, 还是更关注弱者的利益？这也有待进一步的

研究对其作出回答。 

3  影响分配公平性的心理理论成分 

如上文所述, 根据不同研究范式下心理理论

与分配公平性的关系及其解释, 我们认为心理理

论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儿童平衡影响自我收益和他

人收益的不同动机。那么心理理论中影响分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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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性的核心成分究竟有哪些呢？它们是如何帮助

儿童平衡这些动机的呢？在上文对研究结果的述

评之中已有涉及, 下面我们将着重总结心理理论

中可能影响分配公平性的三种主要成分：感知需

求, 推断意图和理解情绪。对他人需求、意图和

情绪的理解是心理理论的重要成分, 正是通过对

他人需求、意图和情绪的判断, 结合儿童对自身

利益的追求和舍弃, 促使儿童做出与分配公平性

有关的决策。 

3.1  感知需求 

在独裁者博弈中, 心理理论好的儿童能够更

准确地感知对方的需求(Wu & Su, 2014; Kogut et al., 

2015), 并更好地克服内群偏好和自我利益最大化

的动机(Yu et al., 2016), 从而做出更公平地分享。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 心理理论使得儿童感知到接

受者可能会因需要资源而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 

从而自己预先提出公平的分配方案。在第三方惩

罚游戏中, 心理理论帮助儿童感知到外群人员也

需要平等分配的资源, 因而通过心理理论的儿童

会判断给外群人员分配更少的资源是不道德的行

为(Mulvey et al., 2016)。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感知

需求是心理理论影响儿童公平分配的重要因素。

而当儿童感知到对方并不需要资源时, 心理理论

越好的儿童会分享得越少(Cowell et al., 2015), 这

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对需求的感知在资源分配中的

重要性。 

3.2  推断意图 

在生活中, 我们不仅重视结果的公平, 更需

要考虑分配者的意图是否基于公平原则。对行为

背后意图的不同推断会导致我们做出不同的反应

(e.g., Cushman, Dreber, Wang, & Costa, 2009; Fu, 

Xiao, Killen, & Lee, 2014; Smetana, Jambon, Conry- 

Murray, & Sturge-Apple, 2012), 因此心理理论中

意图推断的成分也是其对分配公平性产生影响的

重要原因。意图推断主要影响儿童在最后通牒博

弈中作为接受者和在第三方惩罚中作为旁观者的

反应。前文已经提到,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 通过了

心理理论的儿童在分配者作出 7:3 的自私分配时

比 9:1 的情况更少地拒绝, 这可能是因为考虑到

7:3 的分配背后更轻的不公平意图(Castelli et al., 

2010)。而孤独症儿童的拒绝行为则不受分配者意

图的影响(Pelligra et al., 2015)。在成人的类似研究

中也广泛地发现意图推断过程对拒绝行为的影响

(Grecucci, Giorgetta, Bonini, & Sanfey, 2012; 

Grecucci, Giorgetta, van’t Wout, Bonini, & Sanfey, 

2013; Radke, Güroǧlu, & de Bruijn, 2012; Shamay- 

Tsoory, Suleiman, Aharon-Peretz, Gohary, & Hirschberger, 

2012)。在第三方惩罚的研究中, McAuliffe 等人

(2015)发现儿童并不是对所有的不公平分配都拒

绝。作为旁观者, 6 岁儿童更多地惩罚自私型的不

公平分配(6:0, 分配者有 6 个)而不是慷慨型的不

公平分配(0:6, 接受者有 6 个), 这说明惩罚行为不

仅受到分配结果的影响, 也受到分配意图的影响。 

由此可见, 对意图的推断和理解会影响人们

在最后通牒博弈和第三方惩罚中是否实施拒绝或

惩罚。在不同的情境下, 由于分配者意图的不同, 

拒绝或惩罚的次数也不尽相同, 所以这也是心理

理论能力中影响分配公平性的一个重要成分。 

3.3  理解情绪 

前面提到的需求、意图都是心理理论的认知

成 分 (CPT), 但 心 理 理 论 中 也 包 括 情 绪 成 分

(APT)。目前少有研究关注情绪成分对分配公平性

的影响, 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能够拓宽我们对心理理论与分配公平性关系的理解。 

已有研究发现, 对情绪的理解能力可以促进

儿童的分享行为。Rajhans, Altvater-Mackensen, 

Vaish和 Grossmann (2016)研究发现, 4~5 岁儿童对

恐惧的响应程度与独裁者博弈中的利他分享正相

关, 这说明对他人负性情绪的响应有助于利他分

享的实施。Paulus 和 Moore (2015)发现 APT 能力

越强的儿童(即越强烈地意识到没有被分享的人

会产生负性情绪)会进行更多的利他分享。成人研

究也发现, 共情的情感成分(affective empathy, 可

以视为广义的心理理论成分)可以预测独裁者博

弈中的利他分享行为(Edele, Dziobek, & Keller, 

2013)。相反地, 情绪理解能力较差的个体则较难

做出公平分配。研究发现 , 有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的青少年在收到情绪反应时 , 大脑中与

观点采择和注意有关的脑区激活程度比正常青少

年弱, 因此也不会根据情绪反应的不同而在独裁

者博弈中作出不同的分配(Klapwijk et al., 2016)。

另外, 成人研究发现, 对自私分配的愤怒情绪是

促使个体实施第三方惩罚的动力(Jordan, McAuliffe, 

& Rand, 2016)。 

结合以上研究可以推测心理理论的情绪理解

成分能够影响利他分享、利他惩罚(第三方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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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但同时有研究发现, 心理理论中的情绪理

解 成 分 不 影 响 最 后 通 牒 博 弈 中 的 分 配 行 为

(Takagishi et al., 2014)。那么, 这是否说明心理理

论中的情绪理解成分会影响利他性质的公平行为, 

而认知成分则影响策略性的公平行为呢？这有待

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检验。心理理论情绪与认知成

分的潜在分离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方向。 

4  目前研究尚存问题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儿童的分配公平性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的研究问题。公平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原则, 它起

到了维护社会秩序、促进人类合作的作用。资源

分配是儿童在生活中常常要面临的情境, 资源分

配的不公经常导致人际冲突的产生。因此, 分配

公平性的研究能够为促进儿童之间的合作、维护

公平、减少人际冲突的早期教养实践提供理论依

据和参考。 

心理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认知能力, 与

儿童分配公平性的发展轨迹存在一定重合。探究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能让我们为分配公平性的内在

发生机制提供一些可能的解释。目前已有较多研

究关注心理理论能力对儿童分配公平性的影响 , 

但仍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值得进一

步研究的探讨。 

首先, 心理理论虽然与儿童的分配公平性相

关, 但究竟与什么类型的行为存在相关尚无一致

的结论。上文的研究述评已总结, 已有的研究结

果表明心理理论的认知成分与最后通牒博弈中的

分配行为有关(Sally & Hill, 2006; Takagishi et al., 

2010), 却与纯粹的利他分享无关(Castelli, Massaro, 

Bicchieri, Chavez, & Marchetti, 2014; Liu et al., 

2016); 相反地, 心理理论的情绪理解能够帮助儿

童实施利他分享(Paulus & Moore, 2015; Rajhans 

et al., 2016), 却与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分配行为无

关(Takagishi et al., 2014)。那么, 心理理论究竟在

什么情境下会导致策略性的公平分配？在什么情

境下会导致利他型的公平分配？心理理论的不同

成分是否影响不同类型的公平行为？这些都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 本文采用“多重动机”的观点对心理理

论影响公平分配性的研究进行了分析解释, 然而

儿童分享的内在动机难以观测并量化, 即便是基

于儿童的主观回答总结出的动机也不一定与儿童

的真实想法完全相符。从研究结果来看, 心理理

论像是一把双刃剑, 在某些情境下会帮助儿童更

好地理解对方的需求从而做出更公平的分享, 然

而在另外一些情境下可能更快地发现能使自己利

益最大化的方式从而做出更自私的策略(Cowell 

et al., 2015)。这说明心理理论对于各项动机之间

的平衡和调节是复杂的, 需要设计严格控制的实

验来对不同的动机及其交互进行更多探索。 

第三, 目前的研究大多数都只关注公平分配

中的“平等”原则, 并未关注到更广泛的公平概念

(如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等)。我国学者王斯和苏彦

捷(2013)初步探究了心理理论能力对按劳分配的

影响, 发现当儿童自己参与分配时, 心理理论通

过者比未通过者分配更公平; 但当儿童作为第三

方进行资源分配时 , 心理理论不影响分配公平

性。按劳分配、按需分配都是公平概念的重要组

成部分(张雪, 刘文, 朱琳, 张玉, 2014), 将公平

的概念从绝对平等扩大到多种原则、多种形式的

公平能够增强研究的现实意义。 

最后, 在厘清了心理理论与分配公平性的关

系之后, 可进一步探讨是否可以通过训练心理理

论能力促进儿童公平概念的发展, 从而提高研究

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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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role of Theory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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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ory of Mind (To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ldren’s development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hypothesis of “multiple forces” posits that ToM can help children weig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motivations that underlie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find a balance between 

self-interest and the welfare of others. Children’s ability to understand other people’s desires, intentions and 

emotions are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oM that impact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the Dictator 

Game, Ultimatum Game, and the Third-party Punishment Game. More empirical research is needed to 

support this hypothesis. Future research also should investigate whether and how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oM influence different types of fair behavior. In addition, studies should explore the possible application of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such as for promoting children’s distributive justice by fostering their ToM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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